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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五帝时代所处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2000年，并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结合先秦文献与考古研究，以上

三个时期可以与中华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相对应。纵观中华文明的

发展演变，首先是在小的地理区域内形成缺乏“王权”特征的“古国文明”；之后产生初具“王权”特征的“古王国

文明”，但此时仍缺乏有序的国家管理机构且具有小区域特色；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具

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且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完备的“王国文明”。目前考古学所揭示的可与三个“文明”阶段

相对应，并能列举一系列特征表明其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分别是“红山文明”“良

渚文明”和“陶寺文明”。其中“红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着颛顼与帝

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要进一步地探索与认证。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是

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即“最初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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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探索的“五帝时代”，是以司马迁《史

记·五帝本纪》为依据。先秦文献记述的五帝，

大都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世本·帝系》明

记：“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司

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即以此为本。而中华文

明的形成问题，主要依据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

成果进行探索。分析“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

形成”，要将中国传统古史中传说时代的部分内

容与考古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文献资料，是地下出

土的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经王国维对甲骨文的

研究，证实司马迁所记载的商代历史是可信

的。据此王国维推测《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

夏代历史也应是可信的，只是直到现今还没有

被出土文献资料所证实。《史记》记述的夏代之

前有五帝，这些历史也还未得到证实，自然有待

今后的探索。但甲骨文对《史记·殷本纪》真实

性的印证，表明了考古学研究是可以结合古代

文献来探索商代之前的“传说时代”。

将五帝时代和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结合起来

进行探索，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如

1978 年开始发掘的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及其相

关研究，提出了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

时期的史实、距今 4000 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①；

1979 年、1983 年，辽西地区凌源东山嘴与建平牛

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筑遗址与积石冢

群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

资料，促使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中华古国史

的研究进行新的思考②；1982 年，田昌五通过对

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从传统古史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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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研究中国文明、国家的起源，提出中国奴隶

社会形成于夏代之前，古籍中记载的黄帝、炎帝

和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标志着中国文明的开

端，而夏朝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

隶制王朝③；1987 年，田昌五发展这一观点，提出

中国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④；1986 年，苏秉琦依

据辽西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辽西发

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

华文明的新曙光，一举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

1000 年⑤。

迄今为止，对五帝时代的探讨，对中华文明

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许多研究

成果与认识。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对五帝时

代与中华文明形成问题再做进一步地探索。

一、五帝时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五帝时代以黄帝时期为始。黄帝时期与神

农氏、炎帝时期分属两个时代，而与颛顼、帝喾

尧、舜合称为一个时代，即五帝时代。《周易·系

辞》载：“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

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文就将五帝视

为同一个时代。

五帝时代是一个发展的历史时代概念，是

由前后五个重要人物及其所属的部落集团为代

表，可分为五个时段。然而按照先秦文献的记

述，可将五帝时代分为前后三个时期，即黄帝时

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依照文

献记载五帝时代的突出特征，对照考古学研究

成果，大致可将五帝时代对应为新石器时代晚

期后半段与新石器时代末期，具体年代大致在

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之间。

（一）黄帝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年代与相

应的考古学现象

依据较早的先秦文献，体现黄帝时期社会

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主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战争。最为著名的就是黄帝与炎帝

和蚩尤的战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吉。

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又如《逸周书·尝麦》载：

“（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

第二，进行祭天活动，假“天意”管理天下民

众。《逸周书·尝麦》记述黄帝“用大正顺天思序，

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

第三，设立管理社会的人员或机构。《逸周

书·尝麦》言黄帝“乃命少昊清（原文为“请”）司

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

至于今不乱”。

第四，物产逐渐丰富，财富得到积累。《国

语·鲁语下》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

财。”

依据以上黄帝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对照

考古研究和发现的相关成果，公元前 3500 年至

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可能是黄帝时期所处的年

代。当时社会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一人独尊的

现象开始呈现，战争出现并逐步频繁。

考古学研究揭示出该时期出现了战争，玉

钺开始出现，军权产生，呈现出一人独尊的现

象。如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

沟类型末段的大型墓葬及随葬玉钺；安徽含山

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凌家滩文化中晚期的“风”字

形玉钺；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出现的

玉石钺；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发现的“神庙”

与人像遗存、大型积石冢及中心大墓；甘肃秦安

大地湾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殿堂”

式高等级建筑基址等。

（二）颛顼与帝喾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年

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将黄帝与颛顼分属前后两个时期，先秦文

献已经有所指明。《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秋，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

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

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

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

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

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

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自颛顼以来，不能

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

也。’”文中指出黄帝时期重视自然现象并以自

然现象作为命名依据，而从颛顼开始则重视民

事现象。此外《国语·楚语下》亦载颛顼“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

谓绝地天通”。在颛顼时期将祭天与祭地分开，

专职祭祀成员开始出现，既显示了颛顼对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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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的改革，还显示了社会出现了祭祀阶

层。这是比黄帝时期进步的一个重要现象，也

是将黄帝与颛顼分属两个时期的重要依据。

反映颛顼与帝喾时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

出特征，先秦文献记载的很少，主要有三项。

第一，祭祀方式与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国

语·楚语》载：“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

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

登天乎？’对曰：‘非此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

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

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

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

巫。……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

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

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

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

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

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

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由上，在颛顼时期明

确了将祭天与祭地作为两种不同的祭祀方式与

制度，并配以专职祭祀人员。祭祀的目的分别

是敬神与保民，从而使得祭祀行为成为社会民

众受益的一种重要宗教活动现象而得到发展，

由此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司马迁将颛顼

誉为：“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

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

以祭祀。”

第二，继黄帝时期之后进一步发展社会财

富。《国语·鲁语下》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

民共财，颛顼能修之。”社会财富的发展，是私有

财产发展的一种现象，个人财富能够逐步积累，

顺应了社会不断发展的趋势。

第三，依据天象，发展农业，稳固社会民众，

推进社会发展。《国语·鲁语下》言：“帝喾能序三

辰以固民。”

依据以上对先秦文献分析的颛顼与帝喾时

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对照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

成果，大致可以明确颛顼与帝喾时期可能处在

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400 年之间。这时期

社会的突出特点是：祭祀广泛流行，同时战争愈

加激烈。祭祀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活动最为重要

的一项内容。同时祭天敬神，祭地为民，天神与

祖先神在祭祀活动中分开并分别进行，即颛顼

“绝地天通”，产生了专门的祭祀成员。

这种祭祀活动流行的现象，反映在考古学

方面，主要有良渚文化中期出现的十分规整的

三色祭坛墓地以及玉器上的神人图像。如浙江

省余杭瑶山祭坛墓地、反山祭坛墓地，及其大墓

中出土的玉琮、玉钺等高等级玉器上雕琢的神

人图像。这种神人图像一直延续发展至良渚文

化晚期。还有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亦流行祭

祀活动。如湖北省天门石家河等遗址发现的大

型祭祀道具——大型陶管状筒形器群。该时期

在黄河流域出现的建筑物奠基遗存，也是祭祀

活动频繁状态下的产物。

（三）唐尧与虞舜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年

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将颛顼、帝喾时期与唐尧、虞舜时期分属早

晚两个时期，从古文献记载的各自的事迹与特

征方面，很容易区分（见后述）。反映唐尧与虞

舜时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先秦文献

记载较多，这与先秦文献记述颛顼与帝喾的事

迹较少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在先秦文

献中有时会将一些事迹合列在黄帝、唐尧、虞舜

名下。如《周易·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集诸

子各家及亲自走访四方耳闻所得，将尧舜事迹

进行了重点描述。其中，对虞舜的记述，内容最

多，约占《史记·五帝本纪》的三分之二。现择其

反映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分析如下。

第一，尧调解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合和万

国，成为万国的盟主。《史记·五帝本纪》载尧“黄

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

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一

人独尊的社会特征已经不限于本部族内，而是

在“万国”的层次上形成。

第二，尧观象授时，发展天文历法，推进农

业发展；按照天时历象、春夏秋冬的自然环境条

件发展社会经济。《史记·五帝本纪》载：“乃命

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

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

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

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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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

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

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

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

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第三，虞舜代唐尧经历了艰难复杂的历

程。《史记·五帝本纪》载：“于是尧妻之二女，观

其德于二女。……乃使舜慎和五典，……乃徧

（遍）入百官，……宾于四门，……尧使舜入山林

川泽，暴风雷雨。”尧对舜进行了三年的各种考

验，并经过二十年的代理执政考察其能力之后，

虞舜才最终替代唐尧“摄行天子之政”。

第四，舜四次巡视四方，使得唐尧盟主的影

响达到十二州的范围。《史记·五帝本纪》记有：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舜，“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

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五岁一

巡狩，群后四朝。……肇十有二州”。

第五，舜设立刑法制度，消除了社会不稳定

因素。《史记·五帝本纪》言：“象以典刑，流宥五

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

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

第六，对外征伐四方，对内平息忧患，迁徙

作乱部族，促进民族融合。《史记·五帝本纪》曰：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

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

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

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昔帝鸿氏有

不才子，……少皞氏有不才子，……颛顼氏有不

才子，……此三族世忧之。至尧，尧未能去。缙

云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

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

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第七，虞舜替代唐尧，成为“中国”第一位

“天子”。“中国”这一地理含义的国家概念，在司

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中，是从五帝时代

的尧舜时期后段舜践天子位才开始的。《史记·
五帝本纪》说：“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

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崩，三年

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

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

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

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第八，舜任人唯贤，致使人人友善，社会和

谐。《史记·五帝本纪》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

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

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

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

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第九，舜设立国家管理机构，致使百业兴

盛，天下太平。《史记·五帝本纪》亦载：“天下归

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

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于是舜任命

禹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平定水土；任命弃

为“后稷”，主持五谷农业生产；任命契为“司

徒”，主持社会教化；任命皋陶为“士”，主持刑

法，维持社会稳定和谐；任命垂为“共工”，主持

手工业生产；任命益为“朕虞”，主持皇室园林内

动物资源的管理；任命伯夷为“秩宗”，主持祭祀

活动的次秩尊卑；任命夔为“典乐”，主持八音调

和，以便敬神人和；任命龙为“纳言”，主持上传

下达，传递信息。并且要求各官员恪尽职守，如

“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还要求考

核业绩，“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

兴”。舜将地方分置由十二牧管理，国家权力机

构设九个部门集中管理，各司其职，督促管理，

标志着国家的形成。司马迁称赞当时“四海之

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依据对以上文献尤其是《史记》分析的唐尧

与虞舜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对照考古学发现

与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明确唐尧与虞舜时期

可能处在公元前 24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之

间。反映在考古学方面，主要有中原地区的陶

寺文化早、中期可以与之相合。陶寺文化遗存

中，具有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河套地区龙山文

化、中原地区三里桥文化类型、海岱地区大汶口

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江汉

地区石家河文化、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与广

富林文化等四方各地的文化因素，犹似形成“合

和万国”的态势。还存在着陶寺文化玉器向甘

青地区发展的线索，似显示着“迁三苗于三危，

以变西戎”的史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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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先秦文献及《史记》所记述的五帝时

代以及笔者分析的黄帝、颛顼与帝喾、唐尧与虞

舜三个时期，基本上可以与考古学的发现与研

究认识进行对应整合。古代文献所记述的五帝

时代的各种事迹，内容错综复杂，经过数千年来

的口耳相传，辗转添色，以及历代学者的各种梳

理探索，多线条交叉承袭，难免穿凿附会、方枘

圆凿。但通过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及与文献史

学的不断整合探索，终究可以揭示隐含在古代

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中的一些史实。

二、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经过数十年的

考古学探索，已经形成了许多认识，但形成较为

系统的对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的研究认识并不

多。笔者曾指出：“中国文明的形成，先有各个

区域的小区域文明，而后才形成以中原为中心

的中国文明”［1］。关于最早的小区域文明，目前

依据考古发现能够说得清楚的，主要是红山文

明与良渚文明。而以中原为中心的最早的中国

文明，比较清楚的，主要是陶寺文明。

（一）红山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红山文明，是指分布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

化晚期后段，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3360 年至

公元前 2920 年之间［2］。其代表性遗存，主要有

辽西地区牛河梁遗址群诸地点的上层积石冢的

有关遗存，辽宁省喀左东山嘴大型积石冢坛［3］、

阜新胡头沟积石冢［4］［5］、凌源田家沟多处石棺墓

地⑦，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草帽山积石冢等⑧，还

有红山文化分布区南部的河北省平泉县发现的

红山文化积石冢遗存［6］480［7］，在红山文化分布区

北部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

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这一阶段的勾云形玉佩、

兽面玦形玉器等遗存［8］，以及近年来发现的辽

宁省朝阳龙城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9］。这些遗

存几乎遍布红山文化分布区，显示在整个红山

文化分布区域内，大致都经历了红山文明发展

阶段。而目前的发现则以牛河梁、东山嘴、田家

沟、草帽山、半拉山等遗址所处的大凌河上游地

区发现的遗存最为丰富，揭示的也较为清晰。

其中牛河梁遗址群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分析这些遗存，可以将红山文明分为前后

五个发展阶段⑨。其中第一段至第四段是红山

文明的不断发展阶段。在红山文明形成之初开

始出现大型积石冢，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其

中心大墓的结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红山文明

形成之初出现了随葬玉礼器的现象，玉礼器的

种类与器形也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演

化。第五段是红山文明的衰落阶段。红山文明

的衰落，是从出现专用武器——玉石钺开始的。

据研究，红山文明形成的基础与动力主要

有三个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宗教信仰与精神

文化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影响与冲击［2］。红

山文明的社会基本特征，最主要的也有三项。

第一，形成了等级化社会。依据牛河梁遗

址群的发掘成果，可以分析出红山文明的社会

分层至少存在着六个等级，社会组织至少存在

着四级⑩。具有四级组织六个等级的社会，应该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等级化社会。

第二，形成“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牛河

梁 遗 址 群 属 第 一 等 级 的 中 心 大 墓 有 三 座

（N2Z2M1、N16M4、N5Z1M1）􀃊􀁉􀁓，分属红山文明的

前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只有一座。第四段尚未

发现积石冢中心大墓，第五段可能不存在积石

冢中心大墓⑨。这反映了在红山文明发展过程

中最高等级的墓葬只有一座。这充分说明了红

山文明存在着“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

第三，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

宗教信仰活动以维持其社会的稳定发展。红山

文明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

信仰活动，使其社会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现象。

如红山文明的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积累

有限，但社会等级却表现得十分清晰。又如在

红山文明高度发展的第二、三、四阶段，不见武

力现象，没有掠夺性的战争行为，但却存在着

“一人独尊”的个人集权现象。还如红山文明的

文化发展程度不高，但玉器制作却十分精工，如

兽面玦形玉器（见封三图 1）、勾云形玉佩（见封

三图 2）、兽面纹玉佩（见封三图 3）、双兽面玉佩

（见封三图 4）、鸟兽纹玉佩（见封三图 5）、斜口

筒形玉器、回首凤鸟玉冠饰、双熊首三孔玉梳

背、玉人、玉璧形饰、玉龟、玉鳖、玉鸮、玉蝈蝈􀃊􀁉􀁓

等，成为当时的一种特殊的财富。这些特殊现

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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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都与当时盛行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有关。

这些信仰活动可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

力，使得其社会能够得到稳定的发展。

红山文明的三项基本特征，最具特色的是

第三项，即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

宗教信仰活动以维持其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发

展到第五阶段，祖先崇拜、动物崇拜等神化原始

宗教信仰活动弱化，维持其社会稳定的法则削

弱而缺乏约束社会成员的凝聚力，社会出现武

力现象，发生动荡，“一人独尊”的现象也随之消

失，红山文明自然就开始衰落并且逐渐消亡。

红山文明的特征，决定了其是一个不成熟

的文明，也是一个不能延续的早期文明。由于

红山文明是建立在神化宗教信仰活动的基础

上，没有形成国家组织的管理机构，经济不发

达，文化发展迟缓，社会组织又没有得到充分

的发展。这样的文明社会，虽然存在“一人独

尊”“惟玉是葬”的现象，但基础薄弱，缺乏进一

步发展的能力，当资源匮乏、环境发生变化、社

会失去凝聚力之时，自然会随之衰落。同时，其

尚未出现王权与王室现象，不属王国文明。所

以，可以称为“古国文明”，是我国“古国文明”的

代表。

（二）良渚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良渚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的良渚

文化中晚期，具体年

代 大 致 在 公 元 前

3000 至公元前 2300
年之间。其代表性

遗存，主要有良渚城

址，包含城内的莫角

山“ 宫 殿 区 ”、反 山

“ 王 陵 区 ”、姜 家 山

“贵族墓地”，以及城

外西北部外围以老

虎岭为代表的高坝

系统、以鲤鱼山为代

表的低坝系统，其共

同构成了由 11 条堤

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

统（见图 1）􀃊􀁉􀁔。此外

还有良渚城址附近

的瑶山与汇观山祭坛墓地、玉架山遗址群，以及

上海市青浦福泉山、江苏省武进寺墩等重要遗

址。

其中良渚城址外围由 11 条堤坝组成的大型

水利系统，保护利用范围约 100 平方公里，堤坝

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3100 年至公元前 2700 年之

间。良渚城址内城面积约 290 万平方米。大莫

角山宫殿区发现了 7 个面积约 300 至 900 平方米

的房屋台基，可能是良渚文明最高权力机构的

体现。反山墓地为一人工堆筑的上万立方米的

土墩，面积约 2700 平方米，发掘的 11 座墓葬，以

M12 规模最大。反山 M12 墓底筑棺床，随葬玉

器、石器、嵌玉漆器和陶器 658 件，是至今发现的

规格最高的良渚文化墓葬，为良渚文明的“王

陵”。这些高档次的文化遗存，显示了文化内涵

十分丰富、充分发展而又独具特色的良渚文

明。良渚文明的社会主要特征，有以下几项。

第一，出现成套农业工具，显示出原始农业

发展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第二，大批精致的玉

器、精美的漆器、象牙制品、陶器等，显示了手工

业种类增多以及工艺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显示

出有许多人员进入手工业制作领域。第三，祭

坛、玉器、玉器上的神人图案等反映的精神文化

生活较为丰富，原始宗教信仰活动十分频繁，祭

祀活动形式高度一致，显示形成了统一的精神

图1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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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识。第四，玉石钺流行，有的墓内随葬数

十把玉石钺，显示社会崇尚武力，战争频繁。第

五，反山墓地及 M12 等大墓的出现，显示出“王

陵”特点及“王权”的形成。规格最高的玉琮与

玉钺在该墓中共存，显示神权与军权合一，并且

是良渚文明“王权”的主要特征。第六，“宫殿

区”、普通建筑，以及“王陵”、“贵族墓地”、普通

墓地等，显示了社会成员形成了高低不同的等

级。第七，工程浩大的城墙的营筑、规模庞大的

水利系统的形成，以及良渚遗址群密集的分布，

显示了其人口众多，以及对人力资源调配使用

的组织机构的存在。

这些特征表明，在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300 年间，在太湖地区存在着一个原始农业充

分发展与手工业发达、精神文化意识高度统一、

富有祭祀与战争特色、具有神权与军权合一的

王权权威及各级管理机构的文明社会。所体现

的是神权与军权合一的王权的产生，这恰恰在

反山 M12 大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如出土的

大玉琮（见封三图 6）与大玉钺（见封三图 7）及

其上的神人图案（见封三图 8）。大玉钺是用于

指挥战争的，是军权的代表，大玉钺上的神人图

案的含义，可能是战神。玉琮则可能与原始宗

教信仰活动有关，也是权力的象征，具有权杖的

含义。大玉琮上施刻神人图案可能表明进行原

始宗教信仰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战争的

胜利。

良渚文明还向外部扩张，文化影响与势力

所及，到达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岭南地区，范围

达小半个中国。但在公元前 2400 年前后，良渚

文明开始衰落，而且在太湖地区没有出现新的

文明社会替代良渚文明，直至公元前 2300 年前

后良渚文明完全消失。其衰落的原因，可能与

社会组织机构不完备、社会无序的发展、原始宗

教信仰活动的发展超越了社会发展的承受能

力、频繁的掠夺性战争又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社

会资源的过度消耗、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及

北部文化势力南下太湖地区等因素有关。

良渚文明显然要比红山文明进步，但其社

会管理机构不完备，不能调节社会无序的发展，

虽然形成了“王权”这一“王国文明”的特点，但

没有形成相匹配的管理制度与体系。当“王权”

无力控制社会无序发展时，一旦受到各种不利

因素的冲击，文明社会自然会自行衰亡。良渚

文明实际是我国“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

阶段的代表，可暂称为“古王国文明”。

（三）陶寺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陶寺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的陶

寺文化早中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450 年

至公元前 2000 年之间􀃊􀁉􀁕。其代表性遗存，最重要

的是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期

的城址（宫城）、大型窖藏区、6 座大墓（M2001、
M3002、M3015、M3016、M3072、M3073），陶寺文

化中期的大型城址、较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具

有祭祀与观测天象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基

址、城址西南角的手工业区、一座随葬品丰富的

大墓（2002M22）［10］，以及芮城清凉寺墓地的部

分墓葬，临汾下靳村墓地的部分墓葬等。

其中，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面积约 13 万平方

米［11］，内有宫殿建筑基址，并发现豪华建筑上的

几何形花纹的白灰墙皮［12］彩版六。陶寺文化早期

的大型窖藏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东南，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其内窖穴密集［13］，以竖穴圆角方形

或长方形为主，大者边长 10 米左右，小者边长约

5 米，多有螺旋坡道由坑口至坑底。大型窖藏区

及众多粮仓性质的窖穴，正好与大墓中随葬木

质粮仓模型仓形器，能够互相对应证明。

陶寺文化早期的 6 座大墓，仅一座未被扰

乱，有 4 座大墓随葬了彩绘蟠龙纹陶盘。这 6 座

大墓，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精致。不仅有

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而且大都还有木俎、木

匣、成套大型石厨刀、石磬、土鼓、鼍鼓随葬。其

中石磬、土鼓、鼍鼓是大型礼乐器，石磬长约 44
至 95 厘米，土鼓高约 45 至 142 厘米􀃊􀁉􀁖。完整的鼍

鼓高约 1 米，鼓腔外表施彩绘图案（见封三图 9、
图 10）。这种大型礼乐器还组配使用，组配形式

通常是 1 件石磬、2 件鼍鼓、1 件土鼓。这种使用

大型组合礼乐器随葬的现象，在商代仅见于王

陵或王室大墓。由此可以推测：陶寺遗址这 6 座

大墓是当时王室成员的墓葬，彩绘蟠龙纹陶盘

（图 2）􀃊􀁉􀁖仅限于王室成员使用。

陶寺文化中期的城址，面积约 280 万平方

米。发现的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宫殿夯土建筑

基址，面积为 286 平方米，上有三排残存 18 个柱

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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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是柱网结构明确的殿堂建筑遗迹。在夯土中

还出土了铜器残片及两处奠基的人骨架［14］。2002
年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的两大块装饰绹边篦点

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灰白墙皮［13］。

陶寺文化中期的一座大墓（2002ⅡM22），在陶寺

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就已被扰乱破坏，尤其是墓

室正中的棺室被捣毁，棺内的贴身随葬玉器等

情况已不清楚，残留有绿松石饰件、玉钺碎块、

小玉璜、木柄、子安贝等 46 件，以及遗留在扰坑

内的玉钺、玉钺残块、白玉管、天河石和绿松石

片等 20 件。在棺室四周未扰动部分及壁龛内出

土随葬品 72 件（套），包括彩绘陶器 8 件、玉石器

18 件（套）、骨镞 8 组、漆木器 25 件、红彩草编物

2 件，以及猪 10 头、公猪下颌 1 件［15］。

陶寺文化早中期这些高层次、高品质遗存

的发现，反映了陶寺文明的如下一些特征。第

一，初步形成了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管理体

系。如陶寺文化中期集祭祀与观测天象的建筑

基址，显示当时可能存在敬天授时以发展农业

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陶寺文化中期观测天象

的遗存及其知识，不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期突

然出现的，推测在陶寺文化早期就已经开始

了。又如陶寺文化中期的手工业区的发现，显

示当时对手工业进行了集中管理，而陶寺文化

早期大墓中出土的各种精致的彩绘陶器、木器、

漆器、玉器等，也显示陶寺文化早期的手工业已

经相当发达。第二，初步形成了粮食储备管理

体系。如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窖藏区显示粮食

储备管理体系的存在，而大墓中随葬木质粮仓

模型仓形器则显示当时对粮食储备及管理的重

视。这是防范粮食资源风险的重要措施。第

三，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

化现象，权力体系已经形成。如陶寺文化早期

的宫城、中期的大型宫殿基址、王室大墓，只有

大墓才享有的特殊器物——彩绘龙盘、石磬、土

鼓、鼍鼓等大型礼乐器。第四，初级“礼制”已经

形成。如出现了 1 件石磬、1 件土鼓、2 件鼍鼓这

种固定配套组合的大型礼乐器，而且只有“王

室”大墓才有彩绘龙盘、石磬、土鼓、鼍鼓等大型

礼乐器与大型漆木器、粮仓模型等豪华器物随

葬。显示出社会制度正在建立。第五，社会贫

富分化明显，如少数大墓、中型墓以及数以千计

的大量小墓，其墓葬规模、随葬品的数量与质

量，判然不同。还有被杀殉用于奠基或祭祀的

人骨，社会分层至少存在四个以上的阶层。

上述表明，在陶寺文化早中期，社会经济空

前繁荣，重农务实的社会风气、礼制与等级等社

会制度、社会管理体系、王权与王室文化等现

象，以及尊卑有序、崇龙尊王等规范行为的思想

意识都已经形成，文明已经诞生。陶寺文明具

有鲜明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化特征，以及较

为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或国家管理机构，所以，

可以将陶寺文明视为王国文明。陶寺文明是目

前认识的中国最早的王国文明。苏秉琦先生在

30 年前就将之称为“最初的中国”。

结 语

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而中原

“王国文明”的形成，则标志着“中国文明”的诞

生。其所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之间，并可以划分为三

个时期，即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

虞舜时期。这三个时期分别相当于中华文明形

成过程中的“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

明”三个发展阶段。

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显示，先是小区域内

形成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而后是产生初

图2 陶寺M3072：彩绘蟠龙纹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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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

特色的“古王国文明”，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

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

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

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

目前考古学上揭示的可以与“古国文明”

“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这三个发展阶段相对

应，并能够列举一系列特征而表明其社会进入

“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分别

是以“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为代

表。其中“红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黄帝时期的古

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着颛顼与帝喾时

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认

证。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

王国文明。

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两方面

的证据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尧舜时期的

陶寺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是最早的“中

国文明”，即“最初的中国”。

注释

①参见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

题》，《考古》1983年第 6期。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

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苏秉琦：《谈“晋文化”

考古》，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②参见郭大顺，张克举：

《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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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田 家 沟 红 山 文 化 墓 地 群》，《中 国 考 古 学 年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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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敖汉旗发现红山时代石雕神像》，《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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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四家子红山文化积石

冢》，《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版。⑨参见朱乃诚：《再论红山文明》，《庆祝郭大顺先

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⑩参见

朱乃诚：《中国早期文明的红山模式》，《红山文化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参见辽

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发掘报告（1983～2003 年度）》：下册图版，文物出版社

2012年版。􀃊􀁉􀁔参见王宁远：《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

程遗存》，《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7年版。􀃊􀁉􀁕此处主要利用陶寺早期的两个测年

数据，即距今4415±130年的ZK-1098和距今4290±130

年的ZK-1099，来推断陶寺文化早期的具体年代。辅以

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校正，这两个数据分别为距今

4434年至 4228年和距今4401年至 4090年，据此可将陶

寺文化早期的年代推定在公元前2450年至公元前2150

年之间（见朱乃诚：《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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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50年至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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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Five Emperors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Zhu Naicheng

Abstract: As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age of the five emperors is equivalent to the period
from 3500 B.C. to 2000 B.C. revealed by archaeology,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Yellow Emperor
period, Zhuanxu and Diku period, Yao and Shun period. Combined with the pre-Qin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he above three periods can correspond to th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amely,

“ancient civilization”, “ancient kingdom civilization” and “kingdom civilization”.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first is the formation of“ancient civilization” in a small geographical area with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kingship”; the second is the formation of“ancient kingdom civilization”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kingship”, but at this time,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orderly stat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areas; the final 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as the co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four cultur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ingship and royal culture , and the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is initially complete “kingdom
civilization”. At present, archaeology can reveal three stages of “civilization”, and can enumerate a series of
archeological cultural entity cases that show that their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state of“civilization”development, which
are “Hongshan civilization”, “Liangzhu civilization” and “Taosi civilization”. Whether the “Hongshan civilization”
represents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and whether the“Liangzhu civilization” represents the ancient
kingdom civilization of Zhuanxu and Diku still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But “Taosi civilization”
should represent the Kingdom civilization of Yao and Shun period,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Kingdom civilization
of China, that is,“The First China”.

Key words: the age of five emperors; ancient civilization; ancient kingdom Civilization: kingdom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云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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